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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国中小学的教科书是培育国民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思想意识的特殊

的出版物，是国民教育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亦不例外。通过研究发现，人

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中出现农民形象的课文占课文总数的一成多，占比
较大，具有以下特点：主要以群体形式出现，多为男性；在时间上以现代农民形

象为主，在国别上以中国为主，存在少量外国农民形象且主要为俄罗斯农民；以

积极的农民形象为主，负面形象为辅；淡化农民的阶级背景，着重构建社会地位

平等的农民形象；主要通过“图文并用”、白话文、叙述的形式描述农民形象。可

见，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是以知识为中心的信息客体与主体

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结合物，体现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在内容上，教科书在构

建农民形象时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观为导向的；在形式上，出版主体对

农民形象的建构是柔性的，其对培养的学生呈现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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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是创造辉煌灿烂、绵延持久的中华文

化的主体与社会基础，其状况关系到我国经济

发展与社会稳定；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现代

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的社会力量。中小学教科

书，是培育国民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思想意识

的特殊的出版物，是各国着力打造的意识形态

基础平台和传播知识、文化的基本工具，是国民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生通过教科书，

不仅学习知识，完成学业，而且于有形无形间受

到其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熏陶。占中国人口大多

数的农民在教科书中的出场，是以知识为中心

的信息客体与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结合

物，体现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中小学教科书在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中

的重要性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研究中

小学教科书中农民形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通过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中国国家图

书馆”“ＣＮＫＩ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等国内

外大型图书馆和数据库发现，已有的相关研究

集中讨论电视、报刊、新媒体等新闻媒介中的农

民形象，未发现有人对图书尤其是教科书中的

农民形象进行研究。研究中小学教科书中农民

形象的特征及其意义，不但有助于丰富、深化

“三农”和教育领域的研究，而且有益于我国中

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拓展、

深化传播学、出版学的学术研究。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取研究

资料，以传播学中的“培养理论”对人教版第１０

套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加以分析，以展现教科

书中农民形象的基本样态，勾勒教科书中农民

形象的基本框架；分析教科书中农民形象的表

层与本质意义，探讨其形象呈现的基本逻辑和

规律，以及背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探讨其

对我国教科书出版与编辑工作的启示，在量化

研究的基点上拓展、深化新闻传播学与出版学

的学术研究。

　　一、研究概况

　　１．核心概念界定

（１）农民

农民，泛指务农的人［１］，具体指直接从事耕

种、养殖等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有的农民掌握

一定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但也有不拥有土地，仅

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农民［２］。本文所指的“农

民”，在职业性质、生存状态、行为规范、思想观

念等方面均有别于城市居民，主要包括以下４

类人：一是主要从事农业劳动，或是其生活资

料、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二是世代

生活于农村，从事非农业职业并以此为本地乡

亲服务的劳动者，如船夫；三是参与农业生产的

农村妇女，她们是家庭劳动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是从乡下进城的务工者，他们虽然在城市工

作、生活，但其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在性质上

仍属于农民群体。

（２）教科书

教科书，又名课本、教材［３］，是根据教学大

纲编写的教学用书，是为一定年级的学生掌握

某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而编写的图书［４］。

（３）媒介形象

媒介形象是被传播者在媒介中的呈现状

态，是大众传媒再现事物认知的总和。本文所

讨论的媒介形象，是一种承载特定意义的媒介

再现，着重于农民在教科书中的再现样态与

特征。

２．研究假设

假设一：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较多；假设

二：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为男性；假设三：教科

书中的农民所处时代以我国封建社会为主；假

设四：教科书的农民形象以积极形象为主；假设

五：在表达方式运用上，语文、历史教科书以叙

述为主，政治教科书以议论为主；假设六：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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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农民形象在表达上比较生硬。

３．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

在学段的选择方面，本研究选取的教科书

涵盖我国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３个阶段。

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本

文选取的３个学段，统称为普通中小学教育阶

段，属于基础教育阶段范畴。

在教科书科目的选择方面，本文选取的教

科书包含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３科必修教材

（见表１），共５４册。

中小学阶段语文、政治、历史科目所传播的

知识和观点，以流行于主流社会的认识和价值

标准为主，意识形态属性鲜明。这是本研究样

本的选取范围。另外，我国小学阶段未开设历

史课程，因此样本不涉及小学历史教科书。高

中教科书分为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两类，分别

与必修课和选修课相对应。选修教材是必修教

材的补充，供教师选用，故不纳入本文的研究

范畴。

在教科书版本的选择方面，本研究所选取

的教科书分义务制教育阶段所用的教科书与高

中教育阶段所用的教科书两大类。其中，小学

和初中教科书，选用的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

２００１年根据义务教育课程设置的实验方案和

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的义务教育课

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高中教科书，选用的是人

民教育出版社于２００３年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与

新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相配套的、新的普通高

中课程计划和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所编写的

表１　本研究所选取的教材一览表

学段 语文 政治 历史

小学 语文
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
无

初中 语文 思想品德 中国历史、世界历史

高中 语文（必修） 思想政治（必修） 历史（必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上述义务教育

阶段和普通高中阶段的新课标教科书，统称为

第１０套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其所呈现的农民

形象，是认识、理解、评析我国教科书出版的一

个重要窗口。

在抽样与分析单元方面，本研究以“单篇

课文”为一个抽样单元。教科书中的其他板块

（如“单元导语”“课后习题”“课后探究”等）不

纳入抽样范围。语文教科书中的“寓言二则”

“古诗二（三、四等）首”“短文两篇”“日记二

（三、四等）则”等课文形式，均按一篇课文进行

统计。当一篇课文出现符合本文概念标准的农

民形象时，该课文即成为本文的考察对象。若

一篇课文中出现多个符合要求的农民形象时，

则相应记为多个农民形象。

（２）类目建构

美国社会学家贝雷尔森认为，内容分析的

类目一般可分为“如何说”与“说什么”：前者包

含对象、方向、特性、主人公、权威、起源等内容；

后者包括沟通类型、旁白形式、感情强度等内

容［５］。本研究在贝雷尔森分类的基础上将类目

进一步分为形式类目和内容类目。

形式是文章内容由文字等符号表现的外

化。本文根据第１０套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的

实际，将形式类目分为符号与表达方式两大

部分。

本文的符号指刻画农民形象所使用的信号

体系，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教科书的

语言符号主要表现为书面语言文字，非语言符

号主要表现为图片。因此，本文将教科书课文

呈现农民形象的符号分为“文字”“图片”“图文

并用”３种。“文字”指文字表现农民形象，“图

片”指用图片展现农民形象，“图文并用”指采

用图片和文字两种形式共同呈现农民形象。同

时，为了进一步考察语文教科书中文言文和白

话文的比例，本文又将“文字”再分为“文言文”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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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话文”。文言文，又名古代汉语，是以先

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和后

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６］。白话文，即

现代汉语，是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汉

民族的共同语［７］，采取现代汉语写作的文章统

称为白话文。

本文涉及的表达方式有５种：叙述，即陈述

事实过程；描写，即描绘人物或事物状貌；说明，

即解说事实原委、原理；议论，即表达意见，阐明

观点；抒情，即抒发感情。若一篇课文出现多种

表达方式，只记录所占篇幅最多、最为重要的表

达方式。

文章的内容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材

料，二是思想。本文着重分析教科书中农民形

象的呈现特征及其背后意义，并由此将内容分

为题材与思想两类。

题材是教科书在呈现农民形象时所表现的

事实范围与领域，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性别，具

体为男、女、综合、未知４类；二是年龄，具体分

为老年（６０岁及以上）、中年（４５—５９岁）、青年

（１８—４４岁）、综合（包含两种及两种以上年龄

段）、未知（未交代年龄或无法辨识）５类；三是时

间，具体分为古代（１８４０年以前）、近代（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年）、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未

知（没有交代农民所处的年代）４个时期；四是国

别，具体可分为中国、外国、未知３类。

思想指课文所蕴含的作者对农民形象的价

值判断，包括性格特征和身份地位两个方面。

性格特征分为：积极，具体表现为勤劳智慧、淳

朴善良、坚忍勇敢等特征；消极，具体表现为愚

昧、自私、胆小、麻木等特征；中性，指无褒贬倾

向。中性的样本有两种情况：一是样本内容为

一般事实，未对农民的精神品质进行评价；二是

样本的积极与消极特征并存，作者未体现出明

显的褒贬倾向。

社会地位是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所处的

位置，即权利和义务的综合［８］。生产关系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本文所说的农民的社会地

位分为３种情形：当农民受重视、受尊重、受到

平等待遇的时候，用“平等”表示；当农民受压

迫、受剥削、受奴役、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用

“不平等”表示；当样本未涉及或无法辨识农民

形象的社会地位时，用“未涉及”表示。

４．信度检验

本研究由两位编码员对中小学教材中的农

民形象的样本进行编码，为确保定量分析的客

观性，提升准确率，随机抽取５个类目（表达方

式、时间、年龄、性格特征和社会地位）对编码

员进行信度检验，根据霍斯提公式得出信度值

分别为 ０．９５、０．９２、０．９２、０．８５、０．９０，信度

较高。

　　二、研究发现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

书中的农民形象具有以下特征。

１．中小学教科书中体现农民形象的课文占

课文总数的一成多

纳入研究对象的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

三科教科书共计 ５４册，共有 １０５０篇课文，其

中表现农民形象的课文 １３８篇，分别为语文

６０篇，政治 ４６篇，历史 ３２篇，各科目中共出

现２２４个农民形象，其在各学段各科目的分布

情况见表２。

总体来看，体现农民形象的篇数占总篇数

的１３．１４％，这说明农民形象在中小学教科书中

占有较大比例，与前面的假设是一致的。同时，

表２　农民形象在中小学教科书中的

分布情况 篇

学段 语文 政治 历史 合计

小学 ３９ ４８ — ８７
初中 ２７ １８ ３２ ７７
高中 ９ ２４ ２７ ６０
总计 ７５ ９０ ５９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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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明，等：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四年级上册语文教科书第五单元以“乡下人

家”为单元主题，专门描写农村实际和农民生

活，这说明教科书对农民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以上事实说明：第１０套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政

治、历史３科教科书对农民形象的表现，既范围

较广又讲求重点，体现出议题设置上数量与质

量的有机结合。

２．农民主要以群体形式出现，个体农民多

为男性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为“综合”

的农民形象有 １１９个，占比 ５３．１％。也就是

说，绝大部分农民形象性别特征不明显。在性

别明确的农民形象中，男性农民有 ７２个，女性

农民有 ３３个，男、女比例为 ２．２１，女性明显

少于男性。这说明，中小学教科书首先偏向于

构建无性别差异的农民群体形象，其次才是在

重视无性别差异的前提下构建男性农民形象，

这说明教科书出版者存在着一定的性别盲区，

与本文假设存在一定的出入。

从年龄上看，除年龄 “未知”的３３个（占比

１４．７％）农民形象外，在“已知”年龄的１９１个

农民形象中，年龄为“综合”的农民形象有１１７

个（占比５２．２％），且多以群体形式呈现。在具

有明确年龄的个体农民的形象中，１０个（占比

４．５％）是中年农民，青年和老年农民分别为３３

个（占比１４．７％）、３１个（占比１３．８％）。这反

映了教科书出版者高度关注农民操劳的一生，

这对建构农民劳动者的媒介形象是有益的。

概而言之，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

民形象以群体形象为主，相对淡化农民的性别、

年龄差异，以男性角色为主来构建农民劳动者

身份，以其劳苦活动为核心来展现农民媒介

形象。

３．农民形象以现代农民为主

首先，从总量来看，除５个（占比２．２３％）

无法判断所处时代的农民形象外，其余农民形

象以现代农民居多，随后依次为“古代”“近

代”，样本量分别为 １２５个（占比５５．８０％）、６０

个（占比２６．７９％）、３４个（占比１５．１８％），与前

文假设有较大出入。其次，从科目来看，三科有

别。其中，语文教科书中农民形象所处的时代

较为均衡，偏向于展示现代、古代的农民，样本

量从多到少依次为“现代”（３０个）、“古代”（２４

个）、“近代”（１６个），政治判断偏弱。政治教

科书中的农民形象所处的时代以“现代”为主，

为８１个（占比９０％）。历史教科书偏向于展现

古代的农民形象，样本量从多到少依次为“古

代”（２９个）、“近代”（１６个）、“现代”（１４个），

即从古至今的农民形象依次减少。三科教科书

中农民形象的时间分布与课程特点相关。中小

学政治课文的原理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

成部分，教学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国情

民情的教育，时代要求其课文内容理应多选用

现代题材。历史教科书以历史长河为时间范

围，漫长的古代史与教学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

和科学性决定了“古代”的农民形象占比较高。

语文教科书的“古代”农民形象居第二位，虽与

居第一位的“现代”农民形象差别不大，但可以

反映教科书出版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４．以中国农民形象为主，存在少量外国农

民形象且主要为俄罗斯农民

从国别来看，中小学教科书以呈现中国农

民形象为主。在 ２２４个农民媒介形象中，中国

农民为２００个（占比８９．２９％），２４个为外国农

民形象（占比１０．７１％）。在外国农民形象中，

俄罗斯农民形象有１３个，占外国农民形象总量

的５４．１７％，其中语文教科书中３个，历史教科

书中１０个。这反映了俄罗斯文史对我国的

影响。

５．以宣传积极的农民形象为主，以宣传负

面的农民形象为辅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偏向于展现正面的、积

·３５·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６月　第２１卷第３期

极的农民形象。首先，正面形象占据农民形象

的主流。其中，正面农民形象为 １２１个（占比

５４．０％），中性的农民形象居次，为８５个（占比

３７．９％），与前文假设一致。其次，正面农民形

象的题材场域集中于生产领域。数千年来，炎

黄子孙扎根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主要以耕

种而不是渔猎、游牧求生存、谋发展，“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成为九州农民最朴素的思想。

中小学教科书表现农民形象的主要场景是农夫

们在农田上挥汗如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

勤劳作，从未止息。再次，农民形象的积极性体

现在其精神价值上。教科书着重于展现农民的

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坚忍勇敢特征，样本数量

分别为４６个、２０个、１４个，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是教科书出版者的主要着眼点和落脚点。

当然，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也存在一定的

负面农民形象，共计 １８个（占比 ８．１％）。其

中，１４个来自语文教科书，３个来自政治教科

书，１个来自历史教科书。教科书中形象负面

的农民多生活在封建社会，其负面性集中体现

在精神层面上。愚昧、自私、胆小、麻木是这一

群体的主要消极表现。造成农民群体消极的深

层次原因有三点：一是导致农民病态心理的社

会因素。广大贫苦农民的消极性，源自统治阶

级的精神愚弄，出版者将重心转向批判封建主

义制度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与不公

平。二是导致农民精神落后的文化因素。例

如，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是生活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

象，既勤劳、善良、顽强，又饱受包括夫权在内的

封建纲常束缚，其愚昧源自无缘接受教育，试图

从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解脱，是封建社会的受

辱者、受害者。三是导致农民精神落后的生产

力因素。例如，余秋雨的散文《信客》表现出农

村信使的生活常态及其艰辛，与信使的诚实守

信品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的目光短浅、斤

斤计较与冷漠。相比于信使的走南闯北、见多

识广，广大农民则被深深地束缚在土地上，生活

视野的狭窄和生活的重负使其难以实现精神上

的超越，无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

革命的领导者。小学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

册指出，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在“非典”期

间迷信而借助鬼神驱除病魔，表现了与时代格

格不入的精神弱点，显示出在广大农村强化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

总体来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着重构建正

面农民形象，赞美其精神品质和历史贡献，同时

又兼顾指出农民的时代局限性，对农民媒介形

象的展示较为立体。

６．淡化人物的阶级背景，着重构建社会地

位平等的农民形象

首先，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１６１个农

民形象未涉及农民的社会地位，占比７１．９％。

这些教科书课文在刻画农民形象时常淡化其阶

级背景。其次，涉及社会地位的６３个农民形象

中，有２６个（占比１１．６％）涉及社会不平等，３７

个（占比１６．５％）体现了平等的社会追求。总

体来看，社会平等语境下的农民形象远多于不

平等社会环境中的农民形象。再次，不同时代

的农民形象，其社会地位也不一样。处于１８４０

年以前的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其社会地位为

“平等”“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 ５个、１７个；

处于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的近代农民中，其社会地位

为“平等”“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 ９个、７

个；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现代农民，其社会地位“平

等”与“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 ２３个、２个。

可见，农民媒介形象在封建社会中的社会不平

等遭遇是突出的，在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不

平等命运略多于社会平等命运，这反映了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及其性质的判断，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

革命新旧两大阶段历史存在与使命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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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主要通过“图文并用”的形式描述农民
形象

首先，“图文并用”的表现形式占据数量优

势。在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２２４个农民形
象中，有９０个（占比４０．２％）是以“图文并用”
的形式呈现的，有５６个（占比２５．０％）是用图
片形式呈现的，有７８个（占比３４．８％）是以文
字形式呈现的。可见，“图文并用”是第１０套
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展现农民形象的主要形

式。其次，“图文并用”发挥了符号体系的优

势。教科书在表现农民勤劳、智慧时，既有文字

又有图画。语文科目讲求审美观照。例如，小

学四年级下册课文中南宋诗人翁卷的《乡村四

月》有文有图：“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

插田”，展示了我国传统乡村的经典劳作场景，

配图又将诗歌中所寄寓的深深体恤具象化为画

面。小学政治教科书常使用“图文并用”形式，

将田间耕作、种棉花、割水稻，山坡植树、牧羊，

河湖捕鱼，以及粮农、菜农、果农、棉农、渔民、牧

民等各类农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图文并茂地呈

现出来，场面与细节相交织，场景跳跃而流动，

从而使各时代农民的生存现状得以形象而生动

地展现出来。教科书在形式上的生动性，与本

文的假设有出入。

８．主要通过白话文形式呈现农民形象
在文字使用上，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各

科表现不一。首先，政治、历史教科书课文多

采取白话文形式。因为语言教学不是两课的

教学任务，采取国家规定的通用语言合情合

理。其次，语文教科书文白并用，以白话文为

主。在刻画农民形象的６０篇课文中，白话文
为４７篇（占比７８．３％），文言文有１３篇（占比
２１．７％）。可见，语文教科书在刻画农民形象
时，主要采用白话文形式，采用白话文形式的

是采用文言文形式的３倍。第１０套人教版语
文教科书选文的时代立场鲜明，文字较为通俗

易懂，这说明教科书出版方深知文言文艰涩难

懂，广大中小学生不易接受，在语言选用上以

白话文为主。

９．主要通过叙述方式表现农民形象
首先，语文、政治、历史三科在刻画农民形

象时使用的表达方式总体上以叙述为主。其

中，以叙述为主的课文共计 ７３篇 （占比
５２．９％），以描写、说明、议论、抒情为主的课文
分别为 ２２篇（占比 １５．９％）、１３篇（占比
９．４％）、２１篇（占比 １５．２％）、９篇 （占比
６．５％）。其次，各个科目在表达方式选用上有
差别。语文课文中主要采用叙述的占比

５１．７％、主要采用描写的占比３１．７％，两者相
加超过八成，而抒情占优的课文居然高达１５％
（９篇）。语文着重于美育，选取的课文以文学
作品为主，自然离不开叙述，但作品的形象化本

质决定作品也应多使用描写。而课文抒情成分

较多与语文教科书收录一定数量的诗歌相关。

相比之下，政治教科书用以建构农民媒介形象

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叙述（占比 ４１．３％）、议论
（占比３０．４％）与说明（占比２６．１％），叙述的
活跃程度出乎意料。政治课文一方面要准确表

达基本政治原理，自然少不了议论与说明；另一

方面，说理要适应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举例要

有助于课文的通俗性、生动性，而举例势必要大

量使用叙述的表达方式。可见，当前我国中小

学教科书以叙述为主的课文居首，这说明出版

者对学生的接受偏好是高度重视的。历史教科

书以叙述的表达方式为主（占比７１．８％），这显
然与该课程课文必须讲清楚历史事实密切

相关。

　　三、讨论与启示

　　教科书是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出版
物，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不可能不寄寓一定的

立场、思想。总体来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

农民形象：在内容上，折射了社会共识，即主流

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在形式上，出版主体对

农民形象的建构是柔性的，呈现出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地教育学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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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内容上以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为
导向

在选题上，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多强化农民的

群体特征，但在自然因素上有特殊偏好，时间以

现代为主，存在一定的性别倾向。

首先，教科书在题材选取上突出农民的群

体性，年龄、性别方面的差异不突出。大众传媒

对客观世界的表现，是关于客观世界范围、区域

的抉择，不可能将大千世界的所有都纳入有限

的版面内。而这种关于客观世界范围、区域的

选择，用之于大众传媒，就成为媒体的议题设

置。作为主流社会的重要精神活动工具与精神

文明建设的基础性资源，教科书的议题设置受

制于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以美国 Ｇ．柏格纳为
首的传播学者创建的培养理论认为，社会的存

在和发展需要社会成员达成一种共识，即对客

观存在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有

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人们的认识、判断与行为才会有共同的基准，社

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９］２０５。教科书是实施并完

成国民教育的主渠道，将主流社会认知框架先

置于中小学生的头脑中势必会产生首因效应，

影响、规范、左右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因此，人

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在议题设置上赋予
农民以重要地位，聚焦中小学生对农民媒介形

象的关注点。这也是农民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社

会中的特殊地位、重要贡献的必然反映，是党和

政府历来高度关注的“三农”问题在教科书中

的自然表现，更是对我们党基本政治路线的一

种自觉的贯彻、执行。

其次，教科书在建构农民媒介形象时对自

然因素存在一定的偏好。其一，在性别上，教科

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展现偏向男性。这是因

为，在实际生活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以男性为主，承受生活磨难与被迫揭竿而起的

农民也以男性为主。这既是生产力低下条件下

繁重的农业生产基本由具有体力优势的男性承

担的客观反映，又折射出我国耕种传统所积淀、

延续的男权社会的实际。其二，在时间上，教科

书偏爱关注现代农民，这一方面与教科书编选

者所处的时代有关，编写、出版教科书总是离不

开一定的时代；另一方面又与科目相关，政治教

科书重视贯彻主流社会的政策与大政方针，讲

求及时反映时代潮流，着重于教育未成年人从

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反映现实的内容

较多。其三，在国籍选择上，教科书倾向于展示

中国农民形象。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教育对象

是中国的未成年人，目标受众决定了其选题要

贴近国情，以中国农民为主。同时，教科书又存

在少量的外国农民媒介形象，但多为邻国俄罗

斯的农民。俄罗斯农民形象在我国教科书中占

据较大比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帝俄社会

发展长期落后于欧美，农业人口比重较大，有独

特的村社传统。村社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

使得俄罗斯农民有不同于西欧与中国的传统社

会保障，这成为集体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而

表现农奴制下帝俄农民命运与苏俄农村巨变中

的农民形象是帝俄、苏俄文学创作的一大优势。

二是苏维埃的红色基因。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

的１３个俄罗斯农民形象，大多生活在列宁时
期。“五四”运动后，中国转而以俄为师，列宁

主义及其诞生地俄罗斯是影响乃至决定中国革

命方向的主要思想来源。俄罗斯的传统与布尔

什维克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的深远影

响，决定了我国人教版教科书对俄罗斯农民媒

介形象的偏好。

总体来看，农民形象在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
学教科书中出现的频次和强度，说明主流社会在

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上有共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

态的意志，所建构的农民媒介形象与我国是传统

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实际国情和我们党

坚持工农联盟的政治路线是相符合的。

·６５·

 “帝俄”，系专门用语，用以区别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政权与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也不同于现在的俄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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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倾向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的培养

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

“主流上”，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

态倾向［９］２０８。教科书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是现

实与出版者的认知框架相互呼应的必然结果，

即体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主要

表现在政治观与文化观两个方面。

首先，教科书在政治观方面，既肯定了农民

的社会贡献，又直面其历史局限性。教科书着

力构建的农民形象在政治上是积极的。表现

在：其一，农民始终是华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创造的主力军。在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
书中，广大农民辛勤耕耘，胼手胝足，任劳任怨，

是中华文明诞生与繁荣的基本社会力量。其

二，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

揭竿而起，在推翻旧王朝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革命

的生力军与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始终是中国社

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基础力量，农民的情况事

关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是农民媒介形象

以正面、积极形象为主的客观基础。

同时，教科书又表现了农民一定的历史局

限性，如农民视野较狭窄。２０００多年间，中国
农民依靠土地生存，靠天吃饭，生活范围不大，

流动性弱，这决定了农民认知的局限性。再如，

在近现代中国，广大贫苦农民一次又一次地举

行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但始终无

法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没有成为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只是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结成工农联盟后，农民才摆脱了封建主义生产

力的羁绊，成为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农民的

历史局限性，是教科书中农民媒介形象消极面

的重要根源。

英国学者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

实践》一书中指出，“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

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

地表述这个世界”［１０］。在构成主义者看来，事

物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来自表征系统的使用主

体对各种概念和符号的运用。显然，人教版第

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体
现了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出版者对中国农民

肯定性的基本价值判断。

其次，教科书在文化观方面，重视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教科书中的农民媒介形象，是出版

者对农耕文明的一种记忆与讲述，媒介形象背

后的意义贯穿着传统文化的认识框架，其所指

结构复杂。表现在：其一，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
教科书中８０％以上农民媒介形象来自农业生
产活动。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劳作中，广大农民

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坚忍顽强，是诚、勤、俭、和

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其二，作

为一个阶级出现时，教科书又建构了农民受苦

受难的被压迫者形象和敢于反抗的一面。不

过，在教科书中，蒙受阶级压迫的农民形象较

少，仅有１１．６％的农民形象涉及广大贫苦农民
的社会不平等遭遇，且大多出现在语文教科书的

文学作品内。相比之下，政治和历史教科书倾向

于建构阶级矛盾背景下的农民形象。乡村是农

民生产生活之地，农民在这里的整体状态是美

好、恬淡、悠闲、质朴。这既反映出中国阶级斗争

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和人们对先进生

产力、美好新农村建设的呼唤，又折射了主流社

会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包含着对

“仁”“天人合一”等儒家文化观念的欣赏与自

信。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工具与培育学生世界

观基本框架的重要渠道，教科书是主流社会强力

推进社会共识并进而教育中小学生的得力媒介。

教科书的农民媒介形象所折射出来的文化观，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和

以西方先进思想为补充的一种文化观。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有强烈的思想倾

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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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管控教科书的政治方向和出版质量。要求教

科书的编写出版必须坚持四大制度：编审制度、

选用制度、出版发行供求制度、评价制度。１９８６
年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编审合一、一纲一

本、统编通用”的“国定制”教科书选用制度；

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实行的是“编审分离、一纲多
本、竞编选用”的“审定制”教科书选用制

度［１１］；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
开始再次进入“统编通用”时代。其中的出版

环节，除短期出现若干家国有出版社具备教科

书出版资格的出版垄断外，多数时期都是由人

民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的。不过，无论是数家

垄断，还是独家垄断，教科书出版的最终决定权

始终掌握在我们党手中，不合乎我们党价值理

念的内容是无法在出版环节通过的。

教科书出版制度的些微变化及其一以贯之

的特性，充分反映国家权力对于教科书出版活

动的严格把控。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德育一

体化专家委员会主任韩震认为，教科书作为教

育过程中最基本的遵循，必须体现国家意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史家教育

集团校长王欢认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落

地，使之落地的工具是教科书［１２］。毫无疑问，

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只能在社会主流意识形

态基本框架内建构。

２．形式上采用柔性教育的方式
教科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呈现，在形式上

是柔性的。这集中反映在符号运用和表达方式

两个方面。

首先，教科书在符号运用上颇具特色。其

一，教科书重视文字与图片的搭配。教科书以

文字为主，辅以丰富的插图。培养理论认为，大

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在传播特

定的价值观时通常会放弃说教的方式［９］２０６。中

小学生处于生理、心理的发育期，社会阅历不

足，思想活跃但又视野有限，与其理解能力密切

相关的逻辑思维等处于持续发展状态，而语言

文字是人为的符号系统，便于概括抽象，但需要

学习才可以掌握，图片则往往直指符号所指，人

们借助日常生活经验往往可以理解其语义，却

不便于概括抽象。显然，教科书课文的图文并

茂形式有助于农民媒介形象的直接与间接建

构，符合目标受众的接受偏好。其二，在语言使

用上，教科书以白话文为主，以文言文为辅。语

文教科书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教科书这

样处理有其原因：一方面，即便晚清时期的文言

文接近白话，也因与当前广大中小学生的日常

生活距离远而妨碍了目标受众的接受顺畅性；

另一方面，使用白话文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

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教科书必须遵照执行。因

此，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课文的文言文
偏少。同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教科书

的又一重大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

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

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１３］。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存储在一些

经典著作中，因此，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语文教

科书适当提升文言文在课文中的比例，有益于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其次，在表达方式上，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叙

述所占比重最大，议论占比较小，呈现出柔性教

育的特性。柔性教育是一种适应性教育，因势

利导，以接受者能够或乐于接受的途径和方式，

传播以世界观为依托的理念、知识信息及其体

系。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采用的柔性
教育，具体表现在：其一，叙述总体占比最高。

叙述虽主要用于记叙文，但说明文、议论文在列

举材料或论据时也要使用叙述的表达方式。叙

述，着重于交代事实的变化或发展过程，与形象

思维关联密切，中小学生便于理解接受，有助于

达成出版方的根本出版目的。叙述在政治课教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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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中占比最多，说明出版者尊重受教育者的

接受偏好。其二，议论占比较少。这是因为，一

方面，议论是议论文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在记叙

文、说明文中点明主题时会少量采用；另一方

面，议论与逻辑思维联系密切，便于概括、抽象，

故多集中运用于高中阶段的教科书内。教科书

表达方式上的特点与中小学生的接受偏好及其

成长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教科书采用适应

性教育的具体体现。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采取柔性教育方式的原

因在于教科书所承载的功能。从表面上看，教

科书与教师、学生构成课堂教学的三大基本要

素，采取柔性教育方式是教科书的内容与目标

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使然，但深层原因则在于

教科书的根本功能，即立德树人，辅助基础教育

对青少年儿童实施核心价值观、基础文化知识

和公民基本素养的培育。人教社社长黄强认

为，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教材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工具，教

材建设要循序渐进，贴近不同年龄段学生思想、

学习、生活实际，将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培

养有机结合，增强教材的实效性和感染力［１４］。

而培养理论强调，借由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

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巨大影

响，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

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９］２０５。中小学教科

书建构人物媒介形象不应强制灌输，而应遵循

教育原理、传播规律。一方面，应根据中小学生

的身心发育特点，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应因科

目而有同有异。各科目之间有相同之处，如教

科书的根本性质、基本功能一致，教育方式的柔

性原则不可或缺等，但各科教科书的教学目标

又不尽相同，教学方式的柔性又应各有侧重。

例如，教科书要给学生以正确的人生指导，内容

须具一定的刚性，其中政治教科书讲求传播基

本原理，其理论性、时效性较为突出，内容的刚

性与抽象相结合，故强化内容的柔性表现有益

于目标读者接受，体现了出版者对中小学生接

受特点的清醒认识，有助于受众接受承载了意

识形态的农民媒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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